
 

房价上涨、住房财产差距与动态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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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深入理解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房价上涨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文章基于CHNS

1989–2011年共8次城镇家庭纵向调查数据，首次对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财产的流动性趋势及结构进行

了动态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从趋势上来看，房改以来，城镇居民住房财产的水平流动性伴随着房价

上涨而迅速增强，但住房财产的位置流动性却在降低，位置互换程度变弱，处于中等偏高以上的家庭

位置更加固化。从结构上来看，房改前，一般技术人员、国企和集体企业、中年组的住房财产位置向上

流动性强；房改后，处于顶层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管住房财产位置固化，国企以及政府和事业单

位员工的位置向上流动性强。这一研究丰富了社会流动性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提高居民福利及社

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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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1998年我国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房价的高涨，房产

越来越成为城镇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

地区的住房拥有率达89.2%，拥有多套房的比例为21%，城镇家庭平均住房资产为171.34万元，

房产占家庭资产的比例达69.2%，房产占比是美国的两倍多。

住房作为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涨的房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社会的收入与财

产分配，成为家庭财产积累和财产分化的重要渠道（Blundell和Etheridge，2010）。20世纪90年代

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即为单位住房资产的私有化进程，部分家庭特别是干部家庭和在

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通过折扣价格购买的方式实现了家庭财产的积累，2003年之后伴随着住

房价格的普遍上涨，这部分家庭更容易获取财产性收入，激化了家庭财产扩张的马态效应，贫

富差距迅速拉大（何晓斌和夏凡，2012）。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拥有住房财产的基尼系数已达

0.78，并且差距在不断拉大（黄静和崔光灿，2013）。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家庭住房财产的多少以及差距的大小对家庭投资资产组合、家庭金

融参与、家庭收益、家庭创业、劳动力流动、子女的教育投入以及社会流动性等诸多方面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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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显著影响（Chetty等，2014；Woldoff，2008；Halket和Vasudev，2014；Lovenheim和Reynolds，

2012）。住房财产与家庭微观行为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地作用于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和再分

配，又间接地推动了居民家庭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并进一步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影响社会和谐

和经济稳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危机（张传勇，2014）。

总而言之，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房价高涨，对我国城镇居民

家庭财产差距分化及其流动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然而，现有文献更多地是从收入流动性的角度来理解我国的社会流动，针对住房财产差

距的研究也仅从静态测度及住房自有率变动角度进行分析，且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十分欠

缺。本文首创性地从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差距流动演化的视角来分析社会流动性，利用CHNS

1989–2011年的8次城镇家庭纵向调查数据，首次对我国城镇家庭住房财产差距随着时间推移的

流动性趋势进行动态量化分析，从位置流动、水平流动以及包含位置和水平在内的综合福利测

度三个维度进行了住房财产差距的流动性趋势分析比较，并依据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行业

以及地区的差异对住房财产流动性进行结构分解，以判断具有何种特征的家庭在住房财产流

动性中得到了福利改善。

二、 文献综述

学者们越来越关注长期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性的长期趋势不

仅反映了以往政治与经济变革的影响，同时能够给当代社会政策的制定带来启示（Chen等，

2015）。社会流动最早被定义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转变，社会

流动性刻画了人们获得更高收入、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机会或希望，是支撑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

的 关 键 因 素 。 当 收 入 或 财 富 差 距 很 大 ， 同 时 流 动 性 又 很 弱 时 ， 社 会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Chetty等

（2014）研究认为，世界各国的流动性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稳定，为了增加流动性的社会和经

济政策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当前的不平等毫无疑问将被复制到下一代。

与不平等差距的静态测度相比，流动性分析可以更透彻地理解差距分化的趋势和结构，可

以探讨差距是否存在足够的从低到高的机会（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以家庭住房财产差距的

流动性为例，如果当前具有较高的住房财产差距，差距分化程度较高，同时伴随着较低的流动

性，那么说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态效应存在。从长远来说，住房财产差距会越来越恶化；

相对应地，如果较高的静态差距同时伴随着较强的流动性，则意味着从低层向高层流动的机会

较大，可以从实质上改善不平等的状况，能够促进家庭住房财产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流动性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既有

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我国收入流动性的大小、结构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王

海港，2005；章奇等，2007；王朝明和胡棋智，2008a；王洪亮等，2012；严斌剑等，2014）。王洪亮等

（2012）认为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呈现U形特征，不同阶层和不同区域的居民收入流动

性存在差异。臧微和白雪梅（2015）利用CHNS1989–2011年数据分析区域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

西部地区贫富僵化的现象更为严重，东北地区则是富人的收入地位固化。第二大类是关于代际

流动性的研究，使用职业、受教育程度或收入的代际传承来定量研究社会流动性。例如，陈琳

和袁志刚（2012）对中国1988–2005年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得出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从大幅下

降 到 逐 步 稳 定 的 结 论 ， 人 力 资 本 、 社 会 资 本 和 财 富 资 本 对 代 际 收 入 传 递 的 解 释 力 达60%。

Chen等（2015）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用

受教育年限衡量社会地位，分析了1930–1985年间出生的城镇及农村居民的社会流动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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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到改革时代中国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形变化

趋势。

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房价的迅猛上涨，成为家庭财富积累和社会流动的关键性驱动

因素，然而，针对我国城镇家庭住房财产流动性的研究却非常稀少。黄静和崔光灿（2013）利用

CHNS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进行测度，并对其进行了群组分解和来源

分解。结论表明近十多年来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差距基尼系数不断加大，区域因素、家庭收入、

户主所在单位性质和职业对住房财产差距分化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投资性房产是城镇居民

住房财产差距的显著促增来源。Walder和He（2014）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988年、

1995年和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住房由公共财产转变为私人资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财富

的不平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的住房私有化改革，因大量城镇居民使用的公共住房

以住房补贴的形式转变成了家庭财富，不平等的消极结果因此得到限制。

综上所述，国内既有研究仅仅对住房财产差距大小进行了静态分析，然而，经过一段时间

后特定阶层的住房财产份额是否有变化，其住房财产在全社会中的位置是上升还是下降，现有

文献还没有针对住房财产差距的流动性及其趋势进行研究，也没有对房改之前和房改之后的

住房财产流动性进行比较分析，更没有对不同群体的住房财产流动性进行分解研究。本文的研

究目标正为解决以上研究问题，即为了全面理解房改前后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性的趋

势及结构特征，本文首创性地以城镇家庭最重要的住房财产的流动性为切入点，借鉴“收入流

动性”的相关测度指标，从位置流动性、水平流动性以及综合福利测度三个维度，对房改前后的

流动性趋势进行对比。进一步地，通过不同社会职业群体的流动性分解，深入分析不同群体的

住房财产流动性差异，全面理解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及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分

配不均的动态影响。本文建立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判断房地产市场化以及房价高涨

对城镇居民不同群体的福利影响，从住房财产差距流动的视角深入理解我国房产制度变革前

后的长期社会流动性。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流动性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提高居民福利及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住房流动性的动态测度方法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流动性分析方式有两种：相对意义上的位置流动

性和绝对意义上的水平流动性。相对意义上的位置流动性认为，流动性是指同一个人或同一组

人不同时期所处社会阶层（用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或财富来衡量）在同一群体分配中位置

的变化；而绝对意义上的水平流动性，则坚持只要有收入或财富等的水平变动就存在收入流动

（王朝明和胡棋智，2008a、2008b）。例如，如果用家庭住房财产的高低来衡量社会阶层，不同家

庭住房财产的高低排序，如同楼梯的阶梯一样有高低之分，一段时间后，如果阶梯之间的排序

位置有变动，则产生了位置流动性；如果阶梯之间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但阶梯之间的差距有

变化（拉大或缩小），则产生了绝对水平流动性。本文借鉴“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利用相对

位置流动性、绝对水平流动性以及糅合两者的福利性测度指标，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财产的流

动性进行分析。

 （一）基于相对位置流动性测度的“非时间依赖方法”

相对位置流动性是用于测度某一家庭不同时期的住房财产在同一群体中的位置变化，将

流动看成是名次重排，是目前为止所有流动性测度中最符合研究流动性初衷的一种视角。

分析位置流动性最有力的基础性工具是转换矩阵，一般意义上的转换矩阵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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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中所有元素取值介于0与1之间，表示概率，每列之和、每行之和都等于1，是双随机矩阵。

P(x, y) =
[
Pi j(x, y)

]
∈ Rm×m

+ (1)

其中，m为财产按从低到高的排列等级数，Pij（x，y）表示t期向 t+1期转换的概率，家庭由第i财产

等级转向第j财产等级的概率。基本的统计假设是，第t+1期取值仅取决于t期值，而与其历史各

期无关，即转移概率满足一阶马尔科夫假定。

“非时间依赖方法”设定在一个五分位的转换矩阵中，所有元素都是0.2，如式（2）所示，即

在结束年所有的收入位置上有相同数量的家庭，设定结束年的分配与起始年的分配在时间上

完全无关。

P =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2)

如式（3）所示，“非时间依赖方法”用转换矩阵的chi-square值度量了一个分配的转换矩阵与

完全的非时间依赖矩阵的距离。当与完全非时间依赖矩阵的距离越接近时，χ2值越小（1–χ2值越

大），表明这个社会的财产分配变动越大，流动性越大，越不具有时间依赖性。反之，流动性越

低，越具有稳定性。

1 − χ2 = 1 −
∑

i j

(pi j − 0.2)2/0.2 (3)

“非时间依赖方法”作为相对位置流动的典型测度方法，能较准确地反映某一群体的财产

或收入在一段时间内的位置流动（王海港，2005）。

 （二）基于绝对水平流动性测度的“绝对线性距离方法”

Fields和Ok（1999）认为流动性是一个绝对的水平值，他们设定只要群体中某一成员的收入

或财产水平偏离了其初始水平，就产生了流动性。如式（4）所示，Fields和Ok（1999）通过构造欧

氏距离函数来测量绝对水平流动性。

dn(x, y) =

 n∑
j=1

∣∣∣x j − y j

∣∣∣α1/α,∀x, y ∈ Rn
+ (4)

式（4）代表了由于分配格局的变换x→y而产生的距离，其中，n为该分配群组中的成员数

量，x和y为该分配生成机制中成员的两期收入或财产水平的向量。当α=1时，得到线性绝对距离

函数式（5）。

dn(x, y) = d0
n(x, y) =

n∑
j=1

∣∣∣x j − y j

∣∣∣ ,∀x, y ∈ Rn
+ (5)

可见，该方法把成员个体在两期间的收入或财产水平的线性绝对距离的函数作为流动性

的定义，看重两期之间收入或财产水平的波动，关注收入或财产变动的距离大小，却无视收入

或财产变动的方向，这显然又偏离了经济学家测量流动性的初衷。

 （三）基于福利方法的“King指标”

与以上流动性测度相比，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流动性可作为机会平等的分析角度，针对收入

流动性对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SWF）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以King指标为典型代

表。King（1983）首先定义了一个社会福利函数（SWF），将流动性指标与福利联系在一起：

W = W(x, y) = w(y, s) (6)

W : R2n
++ → R其中， ，多元函数w（y，s）为连续的严格增函数，表示收入或财产分布从x转换到y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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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福利。在收入或财产分布转换x→y中，其位置顺序发生了改变的个体i的收入水平表示为

zi，则s定义为：

si = |zi − yi| /µ(y) (7)

其中，y表示期末的收入或财产分布，s表示那些收入位置发生了变动的个体，期初收入或财产

水平与期末水平之差在期末平均水平中所占的份额。s=（s1，…，sn）是一个向量，当s=0n=（0，…，

0）时意味着zi=yi，流动性等于0，也即在两期收入分布中个体i的位置、水平没有变动。以此为基

准，构造出反映社会福利水平大小的流动性King指标：

Mk(x, y) = 1 − exp

−1
n

n∑
i=1

si

 (8)

exp
[

1
n

n∑
i=1

si

]
exp
[

1
n

n∑
i=1

si

]
其 中 ， 与SWF一 一 对 应 ， 越 大 ， 意 味 着SWF越 大 ， 与 此 同 时 ，M（ x， y）

则越大，表明流动性越强。King指标的优点在于把位置流动性和水平流动性相结合，作为社会

福利变化的显示器，能够刻画福利的变动。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预防科学医学院联合调查和创建的“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简称CHNS），该数据库自1989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9次调查，涵盖

了山东、江苏、湖南、河南、湖北、黑龙江、贵州、广西和辽宁共9个省份，每次调查访问约4 000户

家庭。该数据库包含了翔实的家庭住房信息，同时对部分家庭样本进行了连续的跟踪调查，这

给我们考察家庭住房财产的流动性提供了宝贵的微观纵向数据。

本文选取了CHNS从1989年至2011年共9次的城镇家庭纵向调查数据（Longitudinal Data）进

行处理。首先，采用匹配方法对纵向数据中每两个调查年间的样本进行匹配，以便于分析住房

财产流动性的趋势。因1993年调查样本量较少，导致1991–1993年和1993–1997年这两个时段匹配

成功的样本量皆少于100，本文将其删除。因此，后续住房财产流动性趋势研究中采用了8次调

查中的1989–1991年、1997–2000年、2000–2004年、2004–2006年、2006–2009年、2009–2011年共六段匹

配样本，总样本量为2 703个。为了进行房改前和房改后的住房财产流动性比较研究，本文分别

对1989年和2000年、2000年和2011年的调查样本进行配对，分别代表房改前和房改后，时间间隔

皆为12年。需要说明的是，1998年彻底废止了福利分房制度，紧接着全国各单位把单位所属住

房以一定方式折价出卖给自己的员工，这种住房分配方式改革差不多在1999年底、2000年初结

束。CHNS问卷调查的是受访家庭“去年”的收入和房产情况，即2000年问卷调查了受访家庭

1999年的住房情况。可见，本文选择1989–2000年和2000–2011年进行样本配对，正好代表房改前

以及房改后各12年间的住房流动情况。

CHNS问卷专门针对家庭住房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例如：住房面积、房龄、房型、价值、

租金、房产出租收入、建筑材料以及住房来源等。本文把每户家庭除“自住房”以外的其他房产

称为“投资性房产”，家庭总住房财产值等于家庭“自住房”价值与“投资性房产”价值之和
①

。其

中，“自住房”财产价值直接来自于问卷表中“住房价值”指标（对于“住房来源”为“租来的”家

①在国外相关文献中，关于家庭住房财产有净值和总值两个概念，住房财产净值即为住房财产总值减去住房贷款

或负债。从理论上来说，利用净值比总值更加合理。但CHNS在2009年的问卷调查中，虽然针对家庭购置房产时“是否

贷款”以及“每月还款额度”进行了调查，但仅依据这两个指标还是无法测算出户主还需偿还的贷款总额的大小，无法

推算出净值。由于数据来源的原因，本文测算的是家庭住房财产总额，而非净值，这在国内极度缺乏家庭住房资产微

观数据的现实中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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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其住房财产价值设置为零），“投资性房产”的价值，由问卷表中“家庭房屋出租年收入”指标

推算得出
①

。为了进行房改前后的比较，把1989–1997年间房改之前的样本中租住“单位的和国家

的”住房财产计算为家庭的住房财产。考虑到在房改之前的福利分房时期，家庭租住“单位或国

家的”住房属于员工福利，虽然没有自有产权，但却是家庭的“住房资源”。

为了保证住房财产数据在各年度、各省份具有可比性，我们以2011年各省份的城镇物价为

基数分别计算通货膨胀率，对各省份各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财产进行平减。从描述性统计可

以看出（见表1），8次调查中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财产逐年增长，2011年呈跳跃式增加。

为了对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差距有直观的认识，依据样本数据，对家庭住房财产差距进

行静态测度，依次计算8次调查数据的家庭总住房财产基尼系数
②

，结果见表1最后一列。从表1

可以看出，总住房财产基尼系数介于0.51–0.87之间
③

，8次调查中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趋势。

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前后，城镇居民的住房情况得以改善，住房财产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

自2006年的调查开始居民住房财产差距迅速提升，2011年的居民住房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达

0.87，这与我国房价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家庭把住房作为投资品的现实是相吻合的。

五、 城镇居民住房财产流动性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流动性趋势分析

我们分别用非时间依赖、绝对线性距离以及King指标三种方法，利用CHNS纵向家庭微观

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家庭总住房财产的流动性进行度量，结果如表2和图1所示。本文所选取

表1    家庭总住房财产的描述性统计及其差距的基尼系数

年度 样本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基尼系数

1989 560 0.00 13 157 753.50 98 915.40 740 163.48 0.75

1991 511 0.00 13 541 947.67 126 202.02 752 138.05 0.79

1997 439 0.00 5 772 900.43 106 436.32 303 308.25 0.63

2000 565 0.00 2 389 703.25 117 988.72 208 676.68 0.61

2004 499 0.00 2 919 606.11 154 944.04 220 351.87 0.52

2006 429 0.00 3 127 417.66 203 973.36 298 968.98 0.51

2009 689 0.00 9 797 959.32 441 050.54 976 316.48 0.64

2011 771 0.00 414 555 752.78 2 615 648.95 18 058 897.74 0.87

  注：样本量单位为个，极小值、极大值和均值单位为元。

①CHNS的问卷中直接调查了家庭“现在”所住的房屋价值（本文中称为“自住房”），而对于家庭投资性的房产（第

2套及以上房产）价值没有进行直接的调查，但调查了家庭出租房屋的收入。因此，本文利用家庭出租房屋的收入以及

所在社区平均租金可以推算出家庭所拥有的投资性房产的价值。

G = 1 −
n∑

i=1
pi(2Qi − wi)

n∑
i=1

pi = 1
n∑

i=1
wi = 1 wi =

pimi
m

Qi =
i∑

k=1
wk

②具体地，针对历次调查数据，把总样本划分为n个家庭，令mi表示第 i个家庭住房财产（ i=1，2，…，n），各家庭按

mi单调递增排列，m1≤m2≤…≤mi≤…≤mn。令pi和wi分别表示家庭 i在总样本中的住房财产所占的比重，基尼系数计算

公 式 ： 。 其 中 ， ， ， ， m为 总 样 本 住 房 财 产 的 均 值 。

，表示从第1个家庭至第i个家庭的累积住房财产的比例。

③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CHNS的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与黄静和崔光灿（2013）采用CHNS的全样本数据

相比，测算出家庭总住房财产的基尼系数要更小。原因在于本文采用的样本是纵向数据，后者采用的是全样本，前者

是后者的子样本。即与后者相比，本文样本间的各指标的差距要小，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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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流动性指标的衡量角度不一样，三个测度值具有不同的取值范围，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每个指标测度值的时间趋势是我们分析比较的重点，特别是房改前后的比较。

结合表2和图1，可以看出，衡量住房财产位置变动的“非时间依赖”指标，其时间走势呈现

先升后降、再回升的周期波动状态。在房改之前以及房改初期，家庭住房财产的位置流动性呈

上升趋势，在2004–2006年时间段内位置流动性下降，之后又有所上升。

与位置变动指标的时间走势不同，反映住房财产水平变动情况的“绝对线性距离”指标随

着时间持续增长，尤其在2006–2009年和2009–2011年间增长迅速。绝对线性距离在2006–2009年间

约为2004–2006年间的两倍，在2009–2011年间约为2006–2009年间的三倍。究其原因，绝对线性距

离更加看重两期之间住房财产水平的波动，伴随着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家庭住房财产的“绝

对线性距离”也持续增加。2007年和2010年是中国房价上涨的两个高峰期，特别是2010年，各地

政府相继给房地产市场松绑，房价在2010年上涨迅猛，导致2009–2011年间家庭住房财产流动性

的“绝对线性距离”迅速增加
①

。

从综合考虑位置变动和水平变动的King指标的时间趋势来看，家庭住房财产流动性的

King指标先下降后回升，整体福利在最后两个阶段2006–2009年和2009–2011年间有所回升，表明

房改之后城镇家庭住房财产的水平流动性明显加快，然而由于位置流动性的减弱，导致给特定

人群带来的社会福利改进是降低的，但是在最后两期情况有所改善。

 （二）房改前后流动性趋势的比较分析

接下来，比较房改前1989–2000年以及房改后2000–2011年住房财产的位置流动特性。首先，

针对这两个时间段的配对样本，计算每个时段从期初至期末位置移动的幅度和跨度。住房财产

以五等份的方式分组，从低至高分别代表“低”、“中等偏低”、“中等”、“中等偏高”和“高”组，分

别以1、2、3、4、5来表示。如果期初处于最顶层（第5组），而期末下降到最低层（第1组）时，表示

表2    住房财产流动性的测算结果

1989–1991 1997–2000 2000–2004 2004–2006 2006–2009 2009–2011

家庭住房财产

非时间依赖（相对位置流动） –1.09 –0.71 –0.69 –1.34 –0.85 –0.75

绝对线性距离（绝对水平流动） 129.72 136.77 111.71 133.75 249.37 751.28

King指标（福利方法） 0.63 0.59 0.47 0.43 0.46 0.55

  注：“king”和“非时间依赖”指标以左边纵轴为刻度，“绝对线性距离”以右边纵轴为刻度。

图1    城镇家庭住房财产流动性趋势

①CHNS问卷调查的是家庭“去年”的情况，也即本文2009–2011年时间段的结果，是家庭在2008–2010年的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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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家庭在住房财产位置流动中下降了四个层次。如果期初和期末处于同一组，表示该家庭在住

房财产位置流动中位置维持不变。表3给出了两个时间段中位置流动跨度的各种可能情况下的

家庭所占比例。从中可以看出，房改后2000–2011年这段时期，住房财产位置保持稳定（维持）的

比例达38%，高于房改前1989–2000年的30.3%。从住房财产流动的位置上升和下降的幅度来看，

房改后位置下降三、四个层次的比例明显高于房改前，并且房改后位置上升一、二、四个层次

（除上升三个层次外）的比例皆低于房改前。这表明房改后住房财产的位置流动性更低，位置

移动变缓，并且向下流动时的跨度更大，向上流动时的跨度更小。

进一步考察不同住房财产层次的家庭，其房改前后的位置流动性，我们利用1989–2000年以

及2000–2011年这两个时间段的配对样本，计算出每个时间段从期初至期末每个财产层次家庭

中位置变动的比例（见表4）。结果表明，与房改前相比，房改后“中等偏高”和“高”这两个层次的

位置维持不变的比例皆有提高，特别是“中等偏高”组，由8.7%提高到30%；房改后“低”层位置

维持不变的比例略有下降，然而“中等偏低”层位置维持不变的比较略有上升；房改后“中等”层

位置维持不变的比例大幅下降，由66%降到31.9%，位置流动性增强。总体来说，房改后，处于中

等偏高以上的位置呈现出更加固化的状态，位置移动性变弱，中等层次的位置流动性有改善。

 （三）流动性的结构分解

以上分析了城镇家庭住房财产流动性变化的时间趋势，接下来，依据不同的家庭特征进一

步分析住房财产流动性的结构，这有助于我们发现住房财产流动性在不同特征的家庭组之间呈

现出的差异和结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房改前后城镇家庭住房财产流动性变化的部分原因。

在房改前后两阶段，分别按照户主在期初的收入、工作单位性质、职业特征、教育程度、性

别、年龄以及地区等特征对家庭进行分组。按期初户主的人口学背景对家庭特征组进行划分

时，按照家庭的年总收入分为5等份，分别为低收入组、中等偏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

高收入组和高收入五组；年龄分为青年（小于40岁）、中年（40岁至60岁）和老年（大于60岁）三

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等（未上过学、扫盲班、小学）、中等（初中、高中、职高、中技、中专）和

高等（大专、大学、研究生）三组；按工作单位的性质分为四组，分别为政府和事业单位、集体单

表3    房改前后住房财产位置流动的跨度比较

单位：%

位置流动 下降四层次下降三层次下降二层次下降一层次 维持 上升一层次上升二层次上升三层次上升四层次

房改前
   1989–2000年

0.4 3.5 10.4 22.1 30.3 18.6 10.0 2.2 2.6

房改后
   2000–2011年

1.7 4.2 6.8 17.7 38.0 17.7 9.3 3.0 1.7

  注：下降（或上升）的层次是指期末所处位置相对于期初所处位置下降（或上升）了几个层次。

表4    房改前后不同住房财产层次的位置流动情况比较

单位：%

位置流动
房改前1989–2000年 房改后2000–2011年

维持 上升 下降 维持 上升 下降

家庭住房
财产分层

低 50.0 50.0 0.0 47.0 53.0 0.0

中等偏低 26.1 54.3 19.6 27.7 53.2 19.1

中等 66.0 –14.9 48.9 31.9 34.0 34.0

中等偏高 8.7 28.3 63.0 30.0 18.0 52.0

高 50.0 0.0 50.0 53.3 0.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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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国企和其他（“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地区分组情况为：广西和贵州归为西部组，江苏和

山东归为华东组，辽宁和黑龙江归为华北组，河南、湖北和湖南归为华中组；职业分为没有工

作、已退休、一般技术人员、高级管理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

1989–2000年房改前，从期初至期末住房财产的流动结构如表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1989年

期初时处于住房财产底层概率较大的人群为：西部地区、低收入者、低文化程度者、其他职业

者（除高级技术或管理人员以及一般技术人员之外）、其他行业人员（除政府和事业单位、国企

和集体企业之外）；相对应地，高收入者、华北地区、中年人、高文化程度者、高级技术和管理人

员、集体企业员工处于住房财产高层的概率较大。这段时期住房财产的流动中，位置净上升幅

度排在前列的户主特征为：中等偏高收入者、男性、高文化程度者、技术人员、国企和集体企

业、中年以及华东地区，这些特征的家庭在住房财产位置流动中属于受益群体。相对应地，中

等偏低收入者、低文化程度者、女性、政府和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高级管理者、老

年、华北地区的净下降幅度排在前列，属于受损群体。

房改后2000–2011年这段时期，不同特征组从期初到期末相对位置上升、下降和不变的比例

如表5所示。在2000年的调查数据中，户主特征为女性、低教育程度者、退休人员、国企人员、老

年、华西地区、中等偏低收入者处于住房财产底层的概率较大，相对应地，男性、中等教育程度

者 、 技 术 人 员 、 集 体 员 工 、 青 年 、 华 东 地 区 、 高 收 入 者 处 于 住 房 财 产 顶 层 的 概 率 较 大 。 在

2000–2011年间的城镇居民住房财产的流动性中，受益群体为男性、高等教育者、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国企以及政府和事业单位员工、青年组、中等偏高收入组以及华西地区，受损群体为女

性、低教育程度者、无工作者、集体企业员工、老年以及最低收入者。

表5    房改前后城镇居民住房财产流动的结构分析

期初户主的人口学特征

房改前1989–2000年 房改后2000–2011年

1989年
初始占比

位置流动 2000年
初始占比

位置流动

维持 上升 下降 维持 上升 下降

性别
男 75.3 31.6 37.9 30.5 73.2 37.3 33.1 29.6

女 24.7 26.3 19.3 54.4 26.8 40.3 29.0 30.6

教育

低 44.3 30.7 29.7 39.6 27.1 40.3 21.0 38.7

中 44.7 29.4 36.3 34.3 58.5 40.3 35.1 24.6

高 11.0 28.0 40.0 32.0 14.4 24.2 39.4 36.4

职业

退休 0 0 0 0 36.4 40.5 29.8 29.8

无工作 0 0 0 0 9.5 36.4 22.7 40.9

高技或高管 22.5 36.5 23.1 40.4 19.0 31.8 45.5 22.7

一般技术人员 35.9 20.5 49.4 30.1 17.3 32.5 27.5 40.0

其他 41.6 35.4 25.0 39.6 17.7 46.3 31.7 22.0

单位性质

退休 0 0 0 0 36.4 40.5 29.8 29.8

无工作 0 0 0 0 9.1 38.1 19.0 42.9

政府和事业单位 77.5 28.5 34.1 37.4 35.1 29.6 39.5 30.9

国企 6.9 18.8 37.5 43.8 4.3 40.0 50.0 10.0

集体 10.0 43.5 34.8 21.7 9.5 50.0 13.6 36.4

其他 5.6 46.2 15.4 38.5 5.6 53.8 38.5 7.7

年龄

青年 37.7 33.3 34.5 32.2 11.7 29.6 37.0 33.3

中年 40.7 30.9 35.1 34.0 53.2 35.0 35.0 30.1

老年 21.6 24.0 28.0 48.0 35.1 45.7 25.9 28.4

第 1 期 房价上涨、住房财产差距与动态流动性 45



房改前后两段时期流动性结构的共同特征体现在，男性、高文化程度者、中等偏高收入组

都是住房财产向上流动的受益群体，女性、低文化程度者都是位置向下流动的受损群体。房改

前后两段时期的不同点体现在，从工作性质来看，房改前是一般技术人员位置向上流动性较

高，表明房改前一般技术人员随着自身的资历的增长，住房福利整体是改善的，但房改后处于

住房财产顶层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直占据高位，后来者难以替换其位置。从工作单位来看，

房改前是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员工位置向上流动性高，房改后是国企以及政府和事业单位员工

位置向上的流动性比例较高，表明国企员工无论是房改前还是房改后，其住房财产在全社会中

体现出的福利状况良好，房改后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员工福利改善程度明显提高；从年龄来看，

房改前是中年组的位置向上流动性最高，房改后是青年组，表明房改后我国购房群体具有年轻

化的趋势，随着房价的上涨，购房年龄越来越年轻。从收入来看，房改后最低收入组的住房福

利境况恶化。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性受到从微观到宏观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需要从

更 多 的 角 度 和 更 多 的 实 证 来 揭 示 社 会 流 动 状 况 ， 并 需 要 考 察 跨 时 期 的 变 化 趋 势 （Black和

Devereux，2011）。为了深入理解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房价普遍上涨对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CHNS于1989年至2011年共8次纵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首次对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财

产差距的流动性趋势及结构展开深入细致的量化研究，完整地、动态地衡量了城镇居民家庭住

房财产差距的真实状况及其趋势和结构，从城镇家庭住房财产差距流动这一全新的视角来深

入理解我国社会流动性，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居民福利改进也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本文首先运用非时间依赖、绝对线性距离以及King指标方法，对城镇居民住房财

产差距的流动性趋势进行分析。然后，对房改前后各十年的住房财产流动性进行对比。最后，

依据收入、年龄、单位性质等家庭特征对住房财产差距的流动性结构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

明：

（1）基于基尼系数的静态测度表明，自1989–2011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差距呈先

下降后上升的U形波动趋势。特别地，近十年来住房财产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住房财产不

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

续表5    房改前后城镇居民住房财产流动的结构分析

期初户主的人口学特征

房改前1989–2000年 房改后2000–2011年

1989年
初始占比

位置流动 2000年
初始占比

位置流动

维持 上升 下降 维持 上升 下降

地区

华北 8.2 31.6 26.3 42.1 19.0 40.0 40.0 20.0

华东 12.1 25.0 46.4 28.6 22.4 45.3 20.8 34.0

华中 57.1 32.6 27.3 40.2 43.5 36.9 25.2 37.9

华西 22.5 26.9 44.2 28.8 15.2 27.8 55.6 16.7

收入

低收入 19.9 43.5 23.9 32.6 19.8 38.3 23.4 38.3

中等偏低 19.9 28.3 23.9 47.8 19.8 40.4 29.8 29.8

中等收入 20.3 25.5 38.3 36.2 20.3 37.5 39.6 22.9

中等偏高 19.9 23.9 47.8 28.3 20.3 41.7 39.6 18.8

高收入 19.9 30.4 32.6 37.0 19.8 31.9 25.5 42.6
  注：（1）单位为%。（2）“位置流动”是指，从期初至期末，各特征人群维持（保留）在原位置或发生位置流动（位置上升或
下降）的比重。例如，户主性别为男的特征人群中，有31.6%保留在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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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流动性指标的动态测度表明，自1998年房改以来，城镇居民住房财产的水平流动

性伴随着房价上涨而迅速增加；然而，住房财产的位置流动性却是降低的。综合考虑水平和位

置流动的福利指标测度表明，住房财产流动性给特定人群带来的社会福利改进是降低的，但近

几年情况有所改善。

（3）近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财产的位置互换程度变缓，并且向下移动时的跨度更大，

向上移动时的跨度更小，处于住房财产顶层和底层的家庭，其位置呈更加固化和稳定的状态。

（4）在住房财产流动性的结构分解中，低收入者、低文化程度者、西部地区处于住房财产底

层；高收入者、高文化程度者和华东地区处于住房财产的顶层。男性、高文化程度者、中等偏高

收 入 组 都 是 住 房 财 产 向 上 流 动 的 受 益 群 体 ； 女 性 、 低 文 化 程 度 者 都 是 位 置 向 下 流 动 的 受 损

群体。

（5）房改前1989–2000年间，一般技术人员、国企和集体企业、中年组其住房财产位置向上

流动性强，房改后2000–2011年间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处于顶层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管

的住房财产位置固化，国企以及政府和事业单位员工其位置向上流动性强，购房群体年轻化。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政策当局应当双管齐下，不仅要严格实施抑制投机的住房政策，同时

要确保面向住房困难群体的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以打破顶层和底层的固化状态，促进住房财

产流动以改善住房财产分布不均的状况。首先，改善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积极实施居者有其

屋的保底性的面向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保障政策，加强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完善经济适用

住房制度。其次，对于一、二线及部分热点城市，保持住房限购政策的稳妥实施，以防止住房市

场过度投机，以保证住房回到消费本位。再次，长期来看，通过房产税和遗产税，加大持有环节

的税收成本，以限制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住房投机者是不错的路径选择。然而，在高房价与高地

价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系统性的税收改革，是摆在学者和政府面前的重大难题。最后，值得注

意的是，城镇居民住房财产差距扩大、位置流动性固化，这种存量财富的差距分化，根源于居

民收入这一流量的差距分化。要解决住房财产的流动性固化问题，除以上与住房相关的制度与

政策之外，核心还是要从制度和体制上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如何“提低、扩中、控高”是

关键，如何打破贫富僵化的格局，保证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公平性，以提高社会的福利

水平，这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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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in Housing Prices, Housing Property Gap and
Dynamic Mobility

Huang Jing1, Cui Guangcan1, Zhang Chuanyo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acts of housing market reform and the rise

in housing prices on social mobility,  this paper makes a dynamic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trend and structure of housing property of Chinese urban citizens for the first time by

using the data from eight longitudinal urban household surveys of CHNS from 1989 to 2011. It

arrives at the main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as for trend, after the housing reform, the level

mobility of urban housing property increases rapidly because of the rise in housing prices, but the

position mobility reduces, the degree of position interchange weakens, and the family positions at

medium or above level is more solidified; secondly, as for structure, before the housing reform, the

upward mobility of housing property positions of common technical personnel, workers of state-
owned and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the middle-aged group is strong, and after the housing

reform, the housing property positions of senior professional & executives at the top are solidified,

and the upward mobility of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government-affiliated institutions strengthens. It enriches related literature of social mobility, and

has important guidance to how to increase social welfare and advance harmonious and stable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gap of urban residents’ housing property;  mobility of housing property; 

position mobility;  leve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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